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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

石 硕，邹立波
(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，四川 成都 610064)

摘 要: 自清代初期以来，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。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，

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，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，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

中的作用，通过尊重、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，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。在此过程中，陕

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，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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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商作为历史上康区汉藏商贸的主要开拓

者，直到民国时期，始终在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

地位，其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康区，对汉藏经济交

流的贡献颇大。学术界对康区陕商的研究，大多

侧重从经济角度，集中探讨具体的经商活动及其

在汉藏贸易中的作用
［1］［2］［3］。不过，陕商是以

内地商贾的身份进入康区从事族际经商的，在与

藏民的商贸交往中，陕商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交

易网络，并通过主动强化自身与藏民之间的文化

交流与族际互动，不断地调适经商方式，开拓更

为广阔的藏区市场，无形中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沟

通与了解。由此，当陕商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，

将内地事物与生活习俗引入康区的同时，也入乡

随俗地吸纳藏民的生活元素，积极参与到康区社

会生活中，成为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的实践群

体，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的交融。

一、从“炉客”到“口外客”:

近代康区陕商及其商贸网络的构建

明清以来，地域性商帮均有其经商区域，陕

商的商业实力虽不及徽商、晋商之盛，面向西

北、西南广大边疆地区的经商流向却颇具特色。
康区作为连接内地与西藏商贸往来的通道，明末

清初以降作用日益显著，官营茶马互市的衰落与

汉藏贸易民间化程度的加深，吸引了包括陕商在

内的大批内地商贾前往康区经商。近代康区汉商

以陕、川、滇三省商贾为主，而陕商经营的广度

与深度均是其他籍贯的汉商无法比拟的，且其具

体的经商方式颇具独特之处。对于在西南地区经

商的陕商，民间素有 “一川客，二炉客，使不

得的口外客”的谚语
［4］，表明陕商因经商地域

的不同，有川客、炉客与口外客之别，善贾者多

为“川客”，其次为 “炉客”，经商实力不济者

只得充作“口外客”。 “客”意含非本土，体现

出商贾的社会流动习性。陕人入川经商，以盐茶

为大利。四川井盐主要面向贵州等地市场，经营

盐业者有不少是陕籍 “川客”，举凡井盐产区之

自贡、射洪、三台等地皆设有陕籍商号。而茶之

利则非边茶莫属。自明末清初，汉藏贸易中心逐

渐南移至打箭炉 ( 1908年改名为康定，沿用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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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。) 与松潘，南路边茶与西路边茶①成为四川

边茶贸易的主要销售流向。南路边茶产地集中于

四川雅安、天全、名山、邛崃、荥经五县，操茶

业者，俗称“五属茶商”，其中以陕籍商贾经营

实力最为雄厚。直到民国时期，陕商店铺约占半

数
［5］［6］。川茶销藏仍然是近代汉藏贸易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这与茶是藏族日常生活必需之物有直

接关系，清人有诗云: “以有易无犹古制，谁居

奇货是茶商。”［7］
茶居 “奇货”之列，因陕商以

茶为其主要贸易种类，故而民国时期有人也认

为: “陕西商人得深入康省即以运茶故也。”［8］

明末清初，汉藏商贸交易场所逐渐向西推移

至大渡河以西的打箭炉。内地商贾云集，打箭炉

遂因商而兴，逐渐成为川藏贸易的枢纽与中转

站。对康区着墨不多的《西藏纪程》 ( 成书于康

熙末年) 特别提到: “西安府作买卖人在此 ( 打

箭炉———引者注) 甚多。”［9］
雍正年间，作为边

茶主要生产基地的荥经县从事边茶贸易的商贾

中，“川陕各半，陕商行引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一

张，川商行引八千四百六十三张”［10］。茶引的占

有量足以体现清初陕商在南路边茶贸易中的商业

实力。随着汉藏商贸接触的日益频繁，内地商贾

为方便交易，在打箭炉设立商号，办理茶货屯

运、交易、收购土特产、转运等事宜。乾隆年

间，“邛雅荥天各州县商人领引运茶，皆炉城设

店出售”［11］20。其中，陕商商号鳞次栉比，自成

一街，俗称 “老 陕 街”。至 民 国 时 期，康 定 的

240 余家坐商中，陕籍商贾占半数以上
［12］。为

保障商业运作的稳定与连续性，陕商商号内部有

一套严格的进阶制度，从学徒到掌柜需历经多年

的商场磨练，而且同乡籍色彩浓厚，大多集中在

渭水南北两岸的泾阳、户县等地
［3］149，时常引介

与帮助同乡人前往康区经商。陕籍商贾老家乡间

多有 “打 箭 炉 盛 产 黄 金、鹿 茸、麝 香、虫 草、
贝母，遍地是钱”的传闻

［13］94，这对于在乡间谋

生不易的陕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，致使新的陕籍

商贾源源而来，“炉客”便成为此类陕商的代名

词。
早期内地商贾在康区的经商活动，主要是固

定于打箭炉，借助 “锅庄”的引荐来完成与藏

商交易。这种集食宿、货栈、商贸媒介于一体的

商业场所，在汉藏交易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与催化

作用
［14］。但是完全依赖藏商与锅庄的经商方式

无形中增加了商业运作的环节，影响利润，也使

得汉藏之间直接的商贸接触程度减弱。为进一步

拓展广阔的藏区市场，获取更为丰富的商业利

润，以陕商为代表的一些资本雄厚的内地商贾便

采取设分号、派坝充、长途贸易等商贸形式。实

际上，清末民初以前，内地商贾已经在康南的巴

塘、理塘，及康北的炉霍、甘孜一带从事商贸活

动，设庄或分号，尤其以陕商最为突出。到 18、
19 世纪，理塘、甘孜等关外主要城镇均有陕商

的分号。而且，陕商分号无论数量，还是商业实

力均占优势。以民国时期北路第一大商埠———甘

孜为例，外埠在当地分设的 16 家商号中，利盛

公、吉泰公、玉泰公、德聚和等陕商字号就占一

半
［15］。此类商号大多是打箭炉各大商号所设分

号，属坐商性质，自行收购当地各类土特产，雇

佣驮脚，运至康定。
除了个别主要城镇外，当时康区多数地区缺

乏固定的交易市场，藏民商品意识淡薄，这极大

限制了汉商的经商地域。面对此种经商环境，关

外分号具体采取两类交易方式: 一是预付现金或

边茶，坐待藏民或采药者前往商号，以物易物，

用药材、金香等土特产换购茶叶、布匹等。其

中，尤以康北的交易做法最具典型性。牧区是康

北陕商的主要经商区域，“其经营方式，系由康

定购买茶叶出关，于每年农历正月，即携茶叶作

为礼品，送各牛厂主人，待牛厂娃来城贸易，遂

投素有交情之老陕处脱售金香等，各项货物，售

价高低，悉由老陕定之，故老陕获利甚巨”［16］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陕西坐商并非是被动的交易，而

是主动地利用年节时机，以藏民所需的茶作为

“礼物”，推销自身，与其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，

争取与稳定土特产货源; 二是由分号派熟悉业务

的商贾，分住在各大村堡中收购黄金、麝香等，

此类商贾藏语称作“坝充”，意为住乡商人，大

多为散商，寄居在民户或寺院内，春去秋回，直

接与藏民进行交易。对此，在康区任职多年的刘

6

① 明代嘉靖年间，川茶运销实行“引岸”制度，引票分“二边” ( 黎雅、松潘) “一腹” ( 四川内地) ，遂有
“西路边茶”与“南路边茶”之别。西路边茶产自灌县、大邑、安县、什邡等地，以灌县为制造中心，销往岷江上游
及甘青藏羌地区; 南路边茶以雅安为制造中心，经康定运销西康与卫藏各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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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廷曾详细描述过稻城乡间陕籍坝充的经商方

式: “此小贩悉行于乡间，经人介绍以某处为

宜，即携货前往，至则择主而居，房饭不出分

文，盖藏俗买卖出入，有主人三分手续费，以致

殷勤招待，土人不敢歧视，以货掉货，春放秋

收。”［17］
坝充虽属小本经营、个体行为，却也能

利用人 际 资 源，深 入 乡 间，与 藏 民 之 间 略 似

“锅庄”关系，各取所需，备受当地藏民尊重。
与坝充不同，长途贸易是有组织性的集体商贸活

动。陕商擅长长途贸易的商业习性，是其在康区

商贸活动的有效补充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

因交通不便而带来的货源短缺、货运不畅等困

难，对于陕商控制商贸活动极为有利，如自青海

玉树经康区输出之货物，多由陕商垄断
［18］。

由此，陕商以商号—分号 ( 独立庄号) —
坝充的层级贸易形式，辅助以长途贸易，在康区

构建起商贸交易的网络。即在雅安设商号，收购

茶布等，转运至打箭炉。打箭炉设有固定商号，

负责与藏商进行大宗交易。与此同时，商号于关

外设分号或散商独立设庄，以某一城镇店铺和货

栈为中心，向周边农牧区辐射的方式，分派坝

充，深入乡间从事商贸活动。因分号店员、坝充

直接交易的对象是藏民，交易环境处于广大的康

区社会之中，从而扩大了与藏民的社会接触面。
这些置 身 打 箭 炉 以 西 康 区 的 陕 籍 商 贾，俗 称

“口外客”，深入康区腹地拓展乡间市场，以小

商贩或挑货郎的形式，将商业触角延伸到康区的

乡间角落。早在清末光绪年间，理塘粮务同知查

骞就曾感叹道: “陕客岁入草地，售卖零金，不

惮荒险者，尤以户县人为甚。蹈蛮乡，弃亲爱，

冒冰雪，犯虎狼，不知自惜者，其利薄也。”［19］

赴康调停康藏纠纷的唐柯三在其日记中亦称:

“关外经商多陕人，都以小贩起家，深入蛮荒，

练习土语，往来各处，以货品互异，日久居然成

为富商。”［20］
这种开拓、冒险精神是其他汉商无

法比拟的。对此，一份 1935 年的西康概况呈文

中引用西康谚语称: “康谚云: ‘老陕不至，草

亦不生。’穷其实，虽草不生，老陕亦至。”［21］
于

是，与普 通 散 商 不 同，从 “炉 客”到 “口 外

客”，康区陕商的经商方式颇具组织与系统性，

以此构建起犹如树状的商贸网络，愈往网络的末

端，与藏区社会的接触愈直接、愈深入。

二、“老陕”形象的塑造:

康区陕商的族际经商

与内地商贸活动不同，进入康区的内地商贾

面对的是在文化与生活习俗方面与自己迥然有别

的藏民。为克服族际通商的障碍，赢得藏民的信

任，陕商还意识到在康区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

中，交易双方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经济交往的层

面，需要充分发挥各类文化与社会资源的作用，

以便有助于其在康区的商贸活动。
熟练掌握藏语藏文是陕商进入康区经商的第

一步。陕商在深入康区之前，需集中在康定学习

简便适用的藏语藏文，视其为入康行商的基本条

件之一。为此，专门编有易于记忆的对译韵书

《藏语会话》，由 “先生”早晚传授，令学徒习

读: “天叫朗，地叫撒。驴叫孤日马叫打。酥油

马 ［去声］，盐巴擦 ［上声］，大人胡子喀苏热。
却是你，可是他。喝茶槚统饭热妈。来叫火，去

叫热 ［入声］，番叫白米汉叫甲。”熟读以上口

诀后，便可直接与藏民接触、交谈，纠正发音，

悉心 揣 摩， 经 数 月 后， 即 可 进 行 简 单 的 会

话
［22］［23］［13］96，98。在不同民族交往中，善意地习

用对方的语言，可以缩小双方心理上的距离感，

有利于经商活动的顺利展开，这是陕商重视学习

藏语藏文的初衷。对此，民国文人张硕人曾写

道: “陕商在康藏坐着第一把交椅，我曾研究他

们致胜的原因，有人告诉我: 陕西商人，未出关

经商之前，在康定必须学好藏文藏语，这是他们

出关经商的第一个基本条件，……语文是他们成

功的良好媒介。”［24］

语言交流障碍的消除，为陕商在康区的经商

生涯开启了与藏民沟通的桥梁。但是陕商的经商

活动为康区藏民所接纳与认可，还源自陕商对藏

民生活习惯的尊重与效仿，真正参与到藏民日常

生活中的努力。民国时期不少调查者与旅行家在

描述康区陕商的经商方式时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

点。长期在康区从事地质勘探的地质学家程裕淇

总结陕商的经商之道称: “大致新从陕西来的学

徒，先得学康人的语言，再慢慢的熟习他们的生

活习惯，穿毪子大袍，吃酥油糌粑和生牛肉干，

骑快马，养成原始的睡觉方式，或竟在很冷的地

方露宿，康化的程度愈来愈深，这样才能和买主

熟识，使得他们感觉到这些做买卖的简直就是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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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的朋友，不用多生猜疑。当一个学习成熟的学

徒，骑着马带了货物到乡村去，大都穿上康人的

衣服，到了目的地，晚上就睡在买主的房间里或

牛毛 帐 篷 里， 和 他 们 一 起 吃 饭， 一 块 儿 谈

笑。”［25］
而另一位康区经济调查者也指出，陕商

“之所以能与康族融洽而经营致富者，良以老陕

能摩仿康族生活习惯，穿康装 ( 俗称蛮装) ，说

康话，并与之同饮同食，有若家人”［16］。
不同族群之间心理上亲和力的形成部分源自

于外显文化表征的相似与彼此对对方生活习俗的

尊重和模仿。陕商在康区经商时，往往从衣食住

行等方面主动效仿和接近藏民，尽量消除因汉藏

族别不同而造成的文化与心理隔阂，而且其态度

和蔼，直接入住藏民家 中，与 之 “同 饮 同 食，

有若家人”。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交流方式，将

商贸活动巧妙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中，

不仅可以获得藏民的认同，赢得良好的社会口

碑，还能够使陕商较快适应与内地相异的康区生

活环境，充分熟悉与利用康区本土的社会文化，

保障商贸活动的顺利开展。
由于陕商将经商与文化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

起，加之“和蔼忠实，货无伪诈，受藏人爱护，

皆呼之老陕，成为风俗”［17］。川康地区流传着

“豆腐、老陕、狗，走尽天下有”的俗谣，生动

地勾勒出陕商足迹遍及整个川康地区的景象。陕

商在康区经商之效果如程裕淇所言: “至于康人

呢，对于这种买卖，实在相当欢迎，不用出门走

远路，就有这批和自己的服装语言一样的商人，

把急切需要的物品送上门来，拿走的不过是自己

劳动所得到的东西。因此不论是多么偏远的一部

落，往往是政府势力所达不到的地方，都曾有陕

帮商人的足迹到过，就是在康藏感情极坏、政治

形势非常紊乱的时候，他们还能渡过金沙江去，

到西藏人管辖的地方做买卖去。”［25］

诚然，陕商不畏艰险，远道而来，主要目的

是为了经商，获取商业利润。但是陕商在康区的

商贸活动客观上却起到了沟通汉藏关系与促进双

方文化交流的作用，特别是陕商与当地社会交往

面极大，使更多的藏民熟知与认可 “老陕”。故

陕商的经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缓和民国时

期因康藏局势恶化导致的汉藏紧张关系，对进一

步稳固汉藏商贸关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面对广阔的藏区市场，陕商在经商过程中十

分重视与当地各阶层的社会交往，以便结成广泛

的社会联络网，发挥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。资本

雄厚的陕商常常是当地社会上层的座上客，出席

地方官员、土司等参与的各类重要场合。民国时

期特派西康考察员冯云仙至炉霍，当地设宴款

待，“席上有格充呼图克图和另一年长之呼图克

图，另有三人，陕西籍，系此间巨商，藏话很流

利”［26］。有的陕商甚至与土司私交颇深，光绪二

十年前后，炉霍陕商张锡台与章谷土司振基及土

妇往来稔熟，振基殁后，土妇一度想以张承继土

职①。陕商作为外来者，通过参与社交活动，保

持与当地寺院、土司等上层人士的密切接触，已

经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寻求到自身的位置，并在一

定程度上获得当地社会上层的认可，甚至超出经

商范围之外，介入到政治生活中。
陕商与当地藏民最为直接和有效的互动途径

是通婚。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解除经商后顾

之忧，不少陕商选择在康区娶妻生子。民初，道

孚境内“汉商颇多，饶裕者皆陕客。当炉文君，

罔非 蛮 妇， 非 特 乐 尔 妻 孥， 兼 赖 交 通 蛮 侩

耳”［27］。国民政府实业部之 《经济年鉴》亦称:

“陕人初到康地，多半孑然一身，数年之后，即

成富商，遂在其地娶妻生子，因而成家。”［28］
程

裕淇也写道: “ ( 陕商) 在康属住得久的，还常

有娶康属妇女做太太的，因此他们在西康的商业

基础，更甚坚固，并且还能促进当地两族的感

情。”［25］
这样的姻亲关系，不仅增加陕商发展商

业的社会资源，还使得陕商直接进入到当地社会

生活圈中，获得与藏民认同和互动的衔接点。
陕商集中在康定学习藏语藏文等经商的前期

准备，固然需要相应的组织和资金支持，并非所

有的陕商都有这样的机会。但是与康区其他汉商

相异之处在于，陕商的经营方式贴近藏民生活，

并深入农牧区的乡间，表现的是一种亲近藏民的

汉人形象，从而深受藏民欢迎，无形中以文化为

纽带，通过频繁的社会交往，与康区社会形成良

性互动，促进了康区藏汉之间的理解与沟通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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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刘绍伯: 《炉霍史轶》，载炉霍县史志办: 《炉霍县史志资料选辑》 ( 1 ) ，1992 年。该书撰写于 1944 －
1946 年间。



石硕，邹立波: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2011 年第 3 期

且，陕商的此种经商方式并不是单纯的个体行

为，而是作为整个商贾群体约定俗成的经商习

惯，因而此种习惯具有延续性与持久性，对汉藏

文化交融与族际互动影响深远。

三、陕商对康区汉藏文化交融的影响

陕商在康区经商，既要主动适应当地藏民的

生活习惯，另一方面又将某些内地事物与生活习

惯引入康区，这使得陕商成为主动传播汉文化和

接纳藏文化的双重载体。在陕商相对聚集的城镇

内，汉藏文化习俗相互杂糅，逐渐在康区形成某

些具有区域性特色的文化地理单元。
无论是在经商过程中主动效仿藏民风俗习

惯，还是选择族际通婚，都使陕商能够较快地融

入康区社会中，这固然有助于其经商活动的顺利

开展，而经商过程中对藏民生活的熟悉和体验，

也有助于陕商将藏区的某些文化因素融入其日常

生活中。康区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，陕籍个体

散商，及陕商与藏人妇女组成的家庭，更易于趋

向藏式的生活方式，并对后代影响颇深。1920
年代初，英国驻华副领事台克满 ( Teichman) 在

其旅康日记中称: “某次，有一全似藏人者，来

至机结卜庄屋顶，用流利之汉话，对余招呼。余

甚异之，结果方知彼非藏人，而为一 ‘老陕’
( 此系方言之来自陕西之商人) ……彼等之习惯

与衣装完全西藏化，其第二代第三代子孙，或将

与西藏人一切皆相似，全无分别。”［18］。台克满

所见显然并非个案。对于有的陕商而言，经商之

路也是移民与本土化之路。一位内地旅康者在雅

江西俄洛曾偶遇一祖籍陕西的汉人，“到康已三

代，现有一儿学喇嘛，一女留赘，老者尚能说几

句汉话，问其先人姓字，已不能举矣”［29］。可

见，陕商进入康区后，自身的文化面貌逐渐与藏

民趋同，难分彼此，乃至习从藏民习俗，改变其

家庭继嗣观念，送子嗣入寺为喇嘛，以女留赘承

袭家业。对藏民风俗习惯的接纳，并不局限于散

商。据笔者实地调查所知，清末民国时期汉人相

对聚居的巴塘县城内，陕商数量较多，临街铺面

多为陕商开设，因与当地藏民通婚，其后裔在汉

藏结合的家庭生活中，逐渐糅合汉藏生活习惯，

接纳藏民饮食、住居习惯，穿着藏装，以藏话为

生活常用语，取藏名，敬信藏传佛教，甚至有的

第一代陕商就已大量接受藏民的生活习俗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陕商在经商过程中尽量尊重

与效仿藏民风俗习惯，却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放

弃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，这主要体现在生活于相

对聚居的城镇内的陕商群体的文化选择上。康区

主要城镇的兴起与川藏商贸的发展有密切关联，

打箭炉、巴塘皆有因陕商而出现的街市，如打箭

炉沿折多河边的“老陕街”，清道光年间姚莹在

巴塘见到的陕西客民贸易的街市①。这些街市时

常掺杂着内地的文化设施，聚居陕商举行的各类

传统仪式与娱乐活动常常在街头或固定的场所上

演。会馆、庙观是包括陕商在内的内地商贾倡导

并兴建 的 常 见 汉 式 建 筑，打 箭 炉 的 山 陕 乡 祠

( 秦晋会馆) ———关帝庙、财神庙，巴塘的关帝

庙均属此列
［30］［11］8［31］。具有基层社会自我管理

特征的商贾社团往往围绕会馆、庙观展开各种社

会活动。在打箭炉，财神庙是正月初九山陕商帮

举办财神会的聚会场地，三月十五则是巴塘商会

在关帝庙内聚餐的俗定时间。祀神、议事、聚餐

的同时，会馆或关帝庙内戏台是秦腔或川戏的表

演舞台。类似的节庆表演活动还进入到社区生活

中。自清代中叶，每届年节，聚集在打箭炉陕西

街的山陕商号，要承办隆重的船灯、高跷、马马

灯等，沿街演出
［32］。民国时期，道孚县城的陕

商在旧历新年时也要在县城内的衙署、正街口和

几家大锅庄较宽敞的场地组织类似的彩船灯与马

马灯的灯会
［33］。这使得康定、巴塘、道孚等城

镇内因汉式建筑与人文景观的存在，汉文化氛围

显得相对浓厚，同时，川陕不同地域的乡土表演

与康区本土的跳锅庄相映成趣。围绕会馆、庙

观，陕商群体及其后裔，同其他汉人移民开展各

种内地传统的仪式活动，对内地传统文化在康区

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
［34］。因此，陕商往往在

传统汉文化的延续中，充当着重要的角色，成为

重要的民间社会支持力量。陕商组织及参与固定

的社会活动，表明其不再是单纯的流动的外来商

贸者，而是融入当地社区生活中的一个群体。
因陕商群体生活的影响与个体陕商的自我选

9

① 巴塘“有街市，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”。参见魏源著，韩锡铎、孙文良点校: 《圣武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
年，第 232 页，附《康輶纪行》。今本无，参见姚莹: 《康輶纪行、东槎纪略》合本，黄山书社，1990 年。



四川大学学报 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总第 174 期

择，康定、巴塘等地城镇内的陕商生活仍保留着

较多的内地风貌，如巴塘、道孚、康定等县城内

的陕商穿长袍马褂，戴博士帽，过春节时耍龙灯

等。社会学家柯象峰在康定调查时曾拜访一家陕

西店铺，“该店前部为石库门面，入堂为交易场

所，有扇格窗门雕刻对联，坐位及秤盘等之设

备，门后 角 有 炕 床 一，想 系 招 待 客 商 食 烟 之

处”［35］。商铺内部构造皆与内地相仿。将部分商

业资本用于置地务农，可能是康区不少汉商的普

遍做法，这既与汉人传统的重农观念有一定关

系，也反映出在康区的特殊环境中，多种谋生手

段是维持生活的重要保障。署名为苏里虚生的作

者在描述一位陕商的后裔时提到，陕商王大于清

末选择在瞻化 ( 今甘孜州新龙) 日隆村成家立

业。为谋生计，一面继续从商，一面在当地开垦

荒地，置办家业
［36］。巴塘汉商中居多数的陕商

也大多兼营农商。由此，生活在群体与个体、家

庭生活与会馆 ( 社会) 生活之间，陕商及其后

裔同时接纳与延续着汉藏文化因素，如衣食住行

的汉藏习俗结合，汉式丧葬习俗中请喇嘛念经，

参与放生活动等。与之相对应，某些汉文化因素

潜移默化之中对周边藏民产生影响。康定藏民接

受汉人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，家中使用汉式桌

凳、床帐等
［1］。理塘藏民每届新年，效仿汉人

作拜年状，“拜年一事，系陕商倡始”［37］。时至

今日，巴塘县城内藏汉民众均有春节贴对联、门

神，供灶神，及清明上坟、过中秋、端午节的习

惯，据说均源自于陕商①。因陕商经商的同时兼

事农务，遂将一些内地农作物及生产技术传入康

区。民国时期何许人在游历至巴塘时，获悉当地

以前并不产麦子，清初在此经商的陕商 “见巴

安土质气候宜种，于是始由陕西携有种来，故至

今土人，仍称巴安麦子为 ‘西麦子’ ( 即陕西

麦) ”［38］。麦种传入后，食用 “巴塘灰面” ( 俗

称“冒面”) 的人数占县城居民的一半，甚至远

销康定。因陕商之故，各类面食至今依然是巴塘

县城藏汉居民饮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甚至

当地藏话中的“包子”、“面块子”等也是直接

从陕西话中照搬而来的，从而形成与周边乡间不

同的传统饮食文化，使康定、巴塘等城镇成为汉

藏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。

四、结 论

不同民族或文化的接触与互动有多种渠道，

如宗教传播、移民活动等，而且各有侧重，或侧

重物质方面，或偏于精神领域，或两者兼备。商

贸往来的作用倾向于前者，此诚如著名社会文化

学家陈序经所言， “由商业的交通而接触的文

化，主要是偏于物质方面，而且这种的文化接

触，往往是无意的，而非有意的”［39］。然而，康

区陕商以文化模仿与社会交往为途径所从事的经

商活动，已经超出单纯的商业运作范畴，而是有

意地主动接触藏民，与之深层次地频繁交往，并

效仿藏民生活方式，消减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，

从物质层面的交往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。虽然其

最终目的仍立足于商业利润，却深得康区藏民的

认同，这一点从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可以得到集中

体现，即“康女喜嫁陕商及陕商乐娶康女”［35］。
这不仅归因于陕商不辞艰辛，远涉康区各处从事

的商贸活动，对丰富藏民的物质生活大有裨益，

而且因其积极参与到藏民社会生活中，展现给藏

民以良好的 “老陕”形象。陕商同时也是内地

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播者，康定、巴塘等城镇内汉

文化传统的保留与陕商有一定关联，陕商实则扮

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

角色，在藏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过程中起到重

要的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
［1］ 陈崇凯． 陕商在开拓“西西”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 ［J］．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，1998，( 4) ．
［2］ 李刚，郑中伟． 明清陕西商人与康藏锅庄关系探微 ［J］． 重庆商学院学报，2000，( 6) ．
［3］ 李刚． 陕西商帮史 ［M］． 西安: 西北大学出版社，1997．
［4］ 王振忠． 豆腐、老陕、狗，走尽天下有 ( 下) ［J］． 读书，2006，( 5) ．
［5］ 佚名． 西康之茶叶调查 ［J］． 康藏前锋，1934，( 2． 1) ．
［6］ 高长柱． 西康实业纪要 ［J］． 开发西北，1935，( 4． 1-2) ．

01

① 调查地点: 巴塘县老干部活动室; 时间: 2010 年 8 月 17 日; 被访谈人: HQP，71 岁; 访谈者: 邹立波、李
青。



石硕，邹立波: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2011 年第 3 期

［7］ 李苞． 嘉庆巴塘诗钞·卷上·巴塘 ［M］． 嘉庆二十二年刻本．
［8］ 吴文晖，杨锡福． 如何建设西康经济 ［J］． 边疆问题研究会． 青年月刊副刊·边疆问题，( 6) ．
［9］ 吴廷伟． 西藏纪程［M］∥吴丰培． 川藏游踪汇编． 成都: 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5: 32．
［10］ 张赵才，等． 民国荥经县志 ［M］． 台北: 成文出版社，1976: 413．
［11］ 乾隆打箭炉厅志［M］∥张羽新． 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 ( 40) ，北京: 学苑出版社，2003．
［12］ 来作中． 解放前康区的商品交换 ［Z］． 甘孜州文史资料 ( 13) ，康定: 中国政协甘孜州委员会，1993: 128．
［13］ 杨益三． 德泰合的盛衰 ［Z］． 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 ( 1) ，康定: 中国政协甘孜州康定县委员会，1987: 94．
［14］ 谭英华． 说“锅庄”［G］∥赵心愚，等． 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 ( 上) ． 成都: 四川民族出版社，2003．
［15］ 腾蛟． 开发康藏与三殖政策 ( 续) ［J］． 康藏前锋，1934，( 1: 5) ．
［16］ 陆予新． 康北经济杂谈 ［J］． 西康经济季刊，1942，( 1) ．
［17］ 刘赞廷． 民国稻城县图志［M］∥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，成都: 巴蜀书社，1990: 804．
［18］ 台克满． 西藏东部旅行记 ［J］． 高上佑，译． 康藏前锋，1935，( 2． 4-5) ．
［19］ 查骞． 边藏风土记·卷一·边地出产［M］∥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 ( 6) ，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，1992．
［20］ 唐柯三． 赴康日记 ［M］． 南京: 新亚细亚学会出版科印行，1934: 28．
［21］ 巡员张懋昭关于西康概况呈文［M］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． 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

建设档案选编． 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05: 399．
［22］ 任乃强． 西康图经 ［M］． 拉萨: 西藏古籍出版社，2000: 418．
［23］ 格勒． 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 ［M］． 成都: 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4: 76．
［24］ 张硕人． 康行散记 ［J］． 新中华 ( 复刊) ，1945，( 3． 5) ．
［25］ 程裕淇． 西康剪影 ［M］． 重庆: 独立出版社，1945: 24-25．
［26］ 冯云仙． 西康关外日记 ( 二) ［J］． 蒙藏月报，1936，( 6． 6) ．
［27］ 朱增鋆． 川边屑政［M］∥赵心愚，等．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( 上) ． 成都: 巴蜀书社，2006: 161．
［28］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．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·康藏 ［M］． 上海: 商务印书馆，1935: 67．
［29］ 徐思执． 康南旅行记 ［J］． 康导月刊，1938，( 1． 1) ．
［30］ 钱召棠． 道光巴塘志略［M］∥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 ( 39) ，北京: 学苑出版社，2003: 506．
［31］ 刘赞廷． 民国康定县图志 ［M］．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、上海: 上海书店、成都: 巴蜀书社，1990: 14．
［31］ 四川康定县志编撰委员会． 康定县志 ［M］． 成都: 四川辞书出版社，1995: 465，518．
［33］ 江裕兴，青镇东． 解放前道孚县城汉团的习俗和庙会概述 ［J］． 道孚县文史资料选辑 ( 1) ，道孚: 中国政协道

孚县委员会，1985．
［34］ 石硕，邹立波． 会馆、宗教信仰与汉藏关系———对巴塘关帝庙多重社会文化内涵的阐释 ［J］． 西南民族大学学

报，2011，( 6) ．
［35］ 柯象峰． 西康纪行 ［J］． 边政公论，1940，( 1． 3-4) ．
［36］ 苏里虚生． 被弃的异族女儿 ［J］． 新西康，1938，( 1． 3) ．
［37］ 贺觉非．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［M］． 林超，校． 拉萨: 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88: 109．
［38］ 何许人． 康南游记 ［J］． 康导月刊，1942，( 4． 2-3) ．
［39］ 陈序经． 文化学概观 ［M］．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1: 327．

The Role of Shaanxi Merchants of the Kham Region
in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thnical Groups

since the Early Qing Dynasty

SHI Shuo，ZOU Libo
( Institute of Tibetan Studies，Sichuan University，Chengdu，Sichuan 610064)

Abstract: Shaanxi merchants had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an-Tibetan trade in the Kham re-
gion since the early Qing dynasty． Shaanxi merchants were quick at seiz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expan-
ding their markets in the Tibetan communities by constructing a hierarchical business network of their own．
More importantly，they were highly aware of the role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Han-Tibetan trade; therefore，
they consciously promoted their business by respecting the customs of the Tibetans and following their life-
styles． In this sense，Shaanxi merchants of this period acted both as ambassadors of the Han culture in the
Kham region and as disseminators who introduced Tibetan culture into the Han communities，hence contribu-
ting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thnical groups in the Kham region．

Keywords: Shaanxi Merchants; Kham Region; Han-Tibetan Interaction

( 责任编辑: 黎 原)

11


